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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遗民研究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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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遗民是有着复兴清朝,反对民国政体的政治立场以及恢复与赓续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的文

化观的群体,是道统与政统的双重维护者,在近代化中,这一群体并未从传统之“士”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

对清遗民群体进行类型划分,既是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研究思路的体现。将清遗民作地域分类,可以看到他

们政治文化选择的歧异。“租界遗民”的出现,则反应了遗民的时代性特征。“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的分

类,有助于分析“政统”与“道统”对遗民观念、行为的不同作用以及遗民个体思想演化的复杂性。就历史评价

而论,“清遗民”的存在是民国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近代社会“变”与“不变”的画卷中“不变”的一幕,也

是历史发展中“反复”与“羼杂”的表现。对于这样的“反复”与“羼杂”的现象,应当通过“阶段论”、“类型论”、

“内外因论”的多重评价标准来看待,以求对清遗民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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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遗民出现于新旧嬗变的近代化转型时期。作为旧势力群体,他们长期被新的社会政治文化

势力批判与讨伐。上世纪20年代这一群体就被学人提及;60、70年代,清遗民开始被学者提上研

究日程;80年代以后,清遗民在个案与群体研究上都取得了一定成绩;近十年来的清遗民研究更是

进入了百家齐放的局面。① 本文不揣浅陋,力图在汲取前人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几点理论思考。

一、关于清遗民的定义

在“清遗民”研究中,概念的界定是全部工作的出发点,有学者论道:“‘清遗民’事实上是一多重

角度之下的想象产物,既有自主性的创发,同时也是在他者社群的压迫力量下而产生”,“‘清遗民’

从来不是一个既定的群体,而是由各种不同的认同所堆砌出的一种想象社群”[1]。然而,研究者各

异的想象与认同,毕竟需要建立在大致相同的语意逻辑的框架之内,否则,严肃的学理探讨将无法

展开。
“遗民”一词由来已久,早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就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的记载,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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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22年胡先骕在《学衡》杂志上发表的《评俞恪士<觚庵诗存>》一文中就提及清遗民。60、70年代清遗民研究的代表有章开沅、刘

望龄的《民国初年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江汉学报》1964年第4期),刘望龄在此文的基础上出版了《辛亥革命后帝制复辟和反复辟斗

争》(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80年代到2000年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台湾学者胡平生的《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林毓

生的《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袁进的《译界泰斗与逊清遗老———林纾与<林纾评传>》(《河北

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03期)、王庆祥的《陈宝琛与伪满洲国———兼论陈宝琛的民族立场问题》(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02期)

等等。近十年来取得的成就主要有邵盈午的《中国近代士阶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周明之的《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

的精神世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罗惠缙的《民初“文化遗民”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林志宏的《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

化转型下的清遗民》(中华书局2013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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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代变革之际幸存下来的人,不带政治色彩的评价意义。最早有记载的遗民是商末周初的伯夷、叔

齐两人,“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

且死,作歌。遂饿死于首阳山”[2]84,“其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遗民也”[3]。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

隐于首阳山”的气节,成为后世衡量遗民的道德标准。每到易代之际便会出现很多不仕新朝、守贫

节志以报故国旧主之恩的遗民,其中宋遗民、明遗民,因其人数众多、气节高尚受到史家格外的重视

与褒扬。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清遗民与宋、明遗民有两条重要差异。其一,宋、明是汉族建立的皇

朝,遗民全为汉族;而清廷是满族建立的皇朝,清遗民里不仅有满人,还有为数不少的汉人。其二,

宋元、明清皇朝的更迭,是君主专制政治体系内的变动,而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则是近代民主政治推

翻古代君主政治的根本变革。这一区别,使得清遗民的定义及评价更为复杂多变。

1922年,胡先骕在《评俞恪士<觚庵诗存>》一文中将清遗民定义为两种人:一是“深知中国如欲

立国于大地之上,必不能墨守故常;政法学术,必须有所更张。然仍以颠覆清室为不道,视辛亥革命

为叛乱,不惜为清室遗老者,如沈乙庵、陈伯严、郑海藏、赵尧生诸先生是也”;二是“有志维新,对清

室初无仇视之心,而并不以清室逊国、民国兴建为纲纪不隳的巨变,可是却以流人遗老而终其一生

者”[4]143。笔者以为胡先生所说的第一类人有着明确的政治立场与文化选择,属于清遗民的范畴,

第二类人则易代之痛,也没有明确提出忠清的态度,在政治立场上中立,则不属于清遗民。

上个世纪60、70年代,章开沅、刘望龄认为“清遗民”即是“逊清遗老”,主要是前清旧官吏,“他

们是整个复辟骨干中人数最多的一支,它囊括了清朝中央的大学士、太傅、尚书、部臣、大学堂监督、

编修,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提学使,乃至一般的官府幕僚”[5]。在此基础上,80年代,台湾

学者胡平生进一步提出:“他们大多是进士出身”,“具有‘文人学士’的身份,他们受传统文化熏染最

深,又是传统文化的卫道者和直接传播者”,“绝大多数是汉人,仅有极少数的汉军旗人。民国初年,

他们都深抱亡国之痛,散居于全国各地”,“悲愤的程度不下于丧失‘祖业’的满人,对于清朝眷怀系

念,无以复加”[6]53-54。章、刘与胡的著作主要是对民国初年遗民复辟活动的考察,因而对清遗民多

持批判态度。

进入新世纪以后,周明之肯定“清遗老”是“几个眼光敏锐、思想开明的精英分子”,他们有“以朝

代为对象的忠贞观”,对“少数中国人仍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武昌起义之后,他们立即放弃了为中

国现代化的努力,从此与民国和西方文化为敌,而终至于依附日本,以求达成恢复清朝的目

的”[7]序言。林志宏则提出:“(清遗民)对逊清宗室仍旧怀抱忠诚的态度”,从心理层面而言,遗民仅认

定对一家一姓的效忠,拒斥对‘多数众民’的效忠”;并“反对民国的政治体制”,“他们内心厌恶民主

共和的政治理念与价值”,有着反对民国明确的政治立场[8]24。

在笔者所见前人研究中,除林志宏明确提出“清遗民”的概念,其他学者多是以“逊清遗老”来称

呼这一群体。“遗老”最早见于《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

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这里的“遗老”都是指隐逸山林不问世事的人。后人将“遗老”一词推衍

为前朝旧臣,诸如《汉书·刘向传》:“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指先帝旧臣;《晋书·徐广传》:“君

为宋朝佐命,吾乃晋室遗老”,亦是指前朝旧臣。

章开沅、刘望龄以及胡平生所认为的“遗老”大都是清室遗臣,林志宏认为“遗老”一词,既可以

指代效忠清室的遗民,又可以代指内心赞同传统学问的学人,具有双重含义,“遗老”不等同于“遗

民”[8]25。造成“遗老”与“遗民”的区别是由于研究者所站的立场不同,“站在新朝的立场上,那些不

屑与之合作的人,便是所谓‘遗老’,保守,迂腐;倘若站在旧朝的立场上,那些‘于旧朝存抱柱之信’

的忠臣,便称为‘遗民’”[9]84。因而,用“遗老”来称呼“遗民”,某种程度上过于强调“正统论”的价值

判断,“不免有以新为美、以改革进步思想作为正统价值而否定清遗民文化思想的偏颇”[10]。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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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照认为,“‘老’形容的不只是他们的年龄,更将他们所信仰、所言谈、所行为的一切,笼统归为‘旧

时代’的遗留。这中间不是效忠哪一个政体、效忠哪一个政府的问题,而是选择‘旧’、拒绝‘进步’的

问题”,包含了新旧派你来我往的互动,他批评林志宏提出的“遗民”概念是“将遗民现象孤立出来,

进行细腻详尽的‘内部分析’”,“脱离了当时的民国的大背景”,“反而使得遗民轮廓模糊,没有了清

晰的时代面貌”[11]。

林志宏的研究立足于将被社会舆论所建构的“遗老”群体解构,还原“清遗民”的本来面貌,以探

求清遗民的精神世界,这是从清遗民内部出发的研究路径。杨照的说法强调外部社会对遗民的看

法以及遗民在外部刺激下所作的反应,是从清遗民外部环境出发的研究路径。因而,强调从不同路

径来探析清遗民的内部与外部世界的重要性大于仅仅从政治态度来对清遗民作简单地褒贬判断。

桑兵在《民国学界的老辈》一文中就以“老辈”二字来指称跨越清朝与民国两个时代的学者,而不以

“遗民”或“遗老”来称呼,在他看来,传统认知中的“清遗民”,他们的学术观念或可算是遗民,政治上

却大都并非遗老。

笔者以为,在研究中,除对“遗民”与“遗老”的概念差异应予注意外,还要对“遗民”与“逸民”的

概念加以辨析。在历史文献中,“遗民”与“逸民”常通用,“昔孔子论逸民有三等,曰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伯夷、叔齐欤,此《忠义传》人物也。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此《隐逸传》

人物也。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此《方外传》人物也”[12]262,这里“逸民”即是易代之

际的遗民。《史记》中有:“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这

里的“遗老”则是不出仕的隐逸人士,即是逸民。明遗民归庄则对“遗民”与“逸民”作了界定:“凡怀

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不出仕即是逸民;“遗民”是“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

也”。即经历了易代之变之人[13]170。逸民指不出仕、致力于修身与治学的士人,无“易代之变”的特

定时间限制。遗民则是易代之际的士人,选择隐逸山林以度余生。遗民表达的是一种政治态度,逸

民表达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因而,胡先骕所说的“有志维新,对清室初无仇视之心,而并不以清室逊

国、民国兴建为纲纪不隳的巨变,可是却以流人遗老而终其一生者”[4]143,属于逸民群体。

宋、明遗民在王朝更替时,大多纠结于“仕”与“隐”的选择。选择“仕”即是“贰臣”,选择“隐”则

为“遗民”。清遗民的情况则比他们复杂得多,“共和以后,清吏有退而隐者,有隐而进者”[14]156-157。

清室覆灭后,一方面有大量的遗民选择隐逸以度余生,并通过诗文来表达对故国旧君的思恋之情;

另一方面,清遗民中亦有因生计困难、报前朝恩、贪图功名利禄等缘由先后出仕民国者。总之,清遗

民在出处选择上相当复杂。由于保留了溥仪小朝廷,出仕溥仪朝廷、复辟清王室成为更多遗民的心

愿,清遗民由于时局的变化,在“隐”与“仕”之间又是摇摆不定的。除此之外,清遗民所面临的不仅

是易代之变,还有道统的颠覆:“缙绅儒族咸入异流,礼教法物一切荡然。积愤之士则谓国非其国,

人类尽矣”[15]433,“辛亥大变以来,常全行破坏,风气亦更奢靡,礼义廉耻望谁讲究? 孝弟忠信何人实

行? 世变日亟,岌岌乎其可危!”[16]177故而,出现了梁济、王国维等以身殉道之士。“吾因身值清朝之

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

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

本位,故不容不殉”[17]51-62。

笔者以为,清遗民有着复兴清朝,反对民国政体的政治立场以及恢复与赓续传统思想、文化与

学术的文化观,是道统与政统的双重维护者。这一群体既包含了在民国年间为了重建清王朝,不断

谋划复辟的前清旧臣,也包含了一大批虽忠心于前王朝,但选择以诗文度余生的旧式文人群体,“人

数之多,影响之大,现象之奇特,则是绝无仅有”[18]。作为传统士大夫,他们在面临“道统”与“政统”

的倾覆时,企图依靠自身所承载的传统力量来求得恢复。民国年间,这一群体坚守治国平天下的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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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不断筹划复辟活动,力求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在政治失意时,他们从传统文化学术中汲取安

慰,并且通过文化活动加强清遗民的群体认同,以坚守“惓惓君国之思,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之操”的气节[19]10。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时代在前进,旧式的传统道德与

学识已经无力逆转中国社会、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清遗民”群体也因此失去了由

传统之“士”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论可能。

二、关于清遗民的分类

清遗民人数众多、地域分布广,学界既有研究多属个案研究,如对某一个区域的遗民进行考察,

或是针对某一个类型的遗民进行研究。由此可见,对清遗民群体进行类型划分,既是技术方面的要

求,也是研究思路的体现。

熊月之最早从区域分布上对清遗民进行了考察,他提出民国年间租界的存在为辛亥革命后的

遗民指出了一条新路,即“不死、不降也不隐,而是到租界里去做遗老”,这其中上海、天津、青岛三地

成为最具有吸引力的去处,三地遗老加起来近三百人。租界除了“保证自我道德和生活安宁”以及

“一定程度的安全与保障”外,“也提供了他们复辟的空间”[18]。

在熊月之提出了“租界遗老”的概念之后,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上海租界和天津租界的遗民。

王标借鉴福柯的“异质空间”概念来解读上海租界的清遗民,“清遗民圈是存在于租界和民国两个主

流社会中的反空间,遗民们在上海租界中建构的地理空间和心理认知空间,如镜像般反映出作为生

产对抗话语的‘第三空间’”[20]。陈丹丹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上海租界的遗民进行了详尽的考

察,她强调上海租界遗民为了调和传统遗民文化与现代都市生存方式的内在紧张,在十里洋场的租

界中构筑了“独上高楼”的另类隐逸空间,在其表达与想象中把现代都市景象转化为遗民们心目中

的“山林”,繁华的现代都市景象为遗民的想象和表达提供了底色[21]。清遗民在日常与文学世界中

与传统的遗逸传统嫁接,“在遗老的笔下,整个城市被架空,本当蒸蒸腾腾的都市景象,亦被转化为

云海缭绕的‘山林’”[22]。如此一来,“终年高卧”与“常不下楼”成为遗老自述中富有典型意味的表

达,上海亦被划成“楼内”与“楼外”两个迥异的空间,而“楼”与“人”亦同时被象征化。如是,以“高

卧”与“楼居”为其典型意象的整个群体的生存,也被仪式化了[23]。

孙爱霞则对栖居在天津租界的遗民进行了考察,住在天津租界中的逊清文人由溥仪周围的文

人与非溥仪周围文人组成。这两部分逊清文人平常活动多以交游、结社、复辟、公益等四个方面为

主,“天津的清遗民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作品,也为学人留下许多值得思索的文化现象,同时也

为天津的近现代文化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24]。

学界除了按清遗民区域分布对遗民进行考察以外,还从遗民类型的角度对遗民进行考察。傅

道彬提出:“晚清遗民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同以往‘易代’不同,清王朝的崩溃对文人而言

已不再只具有政治含义,而更富于文化含义。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面临着空前

的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他们的所有言行几乎都与这种

‘情结’相联系。”[25]罗惠缙则认为民初的“文化遗民”是“因朝代的更替、时序的鼎革等因素导致的

民族盛衰、学术兴废、文化价值被凌逼时,坚持以从事学术研究、赓续学术思想或从事文化典籍的考

镜、整理、出版等为职志,借助自己的心智塑造,将固有的文化价值或思想观念以潜隐或外显的方式

表现出来,从而使学术传统和文化、思想得到挖掘、传承、开拓或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之遗民”。在

罗看来文化遗民旨在重建中国的传统文化学术,政治思想则是处于彰而不显的位置,“文化遗民是

集道统担当、学术承续与文化整理等职责为一体的遗民”[26]16。

“租界遗民”及“文化遗民”概念的提出,已经蕴涵对清遗民的类型判断。在对“租界遗民”中的

681



上海租界遗民、天津租界遗民的考察中,我们可以把眼光扩展到全国,对于青岛、广州地区的遗民亦

可以做一个考察。在对“文化遗民”进行解读的时候,我们亦可以对相应的“政治遗民”进行解读。

因而,笔者以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可以从两个角度对清遗民进行分类。

其一,依区域分布对清遗民群体进行分类。清亡之后,清遗民散布全国。在地域分布上他们多

集中在京津、上海、青岛、广州四处。四处遗民,各具特点。

京津地区的遗民多是清季京官,对清王朝仍眷恋不已,在他们看来,留在京津地区,“其一,继续

从事尚未完成的工作,而逊帝仍在紫禁城内,可随时往谒问安”,忠君之事可以继续进行;“其二,基

于原先人际的互动,熟悉环境”,有利于政治文化活动的进行;“其三,从现实因素考虑,不便贸然播

迁,如果迁往租界,生活费用势将提高”。[8]33这里的遗民主要有出仕溥仪小朝廷的陈宝琛、朱益藩、

陈曾寿等人以及编撰《德宗实录》的世续、陆润庠、袁励准等人。

上海的清遗民大都是清季各地官员,“瞿鸿机任军机大臣,位最高,沈子培、李梅庵则为中间

也”[27]117。居住在此的清遗民大都生活富裕,平时的活动多以私人性质的诗歌集会为主,诸如刘承

干、缪荃孙组织的凇社,瞿鸿机、冯煦组织的逸社,樊增祥、瞿鸿机组织的超社,夏敬观组织的沤社

等,在集会中诞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时人称为“遗老文学”。

青岛气候宜人、交通便利、又能依德人之保护,获得政治庇护,成为了溥伟、善耆、温肃、周馥等

王公大臣的隐逸地。除此之外,青岛成为民初复辟活动发起与策划的大本营,宗社党起义与丁巳复

辟都是在该地谋划的。

广州地处岭南,远离京都,是历代遗民的首选栖身之地。宋明两代遗民在此多有遗迹存留。清

遗民陈伯陶、丁仁长、汪兆镛等人栖身于此,追寻历史记忆以凸显自身的遗民心志。

大体而言,京津、青岛清遗民多志在政治复辟活动,而上海、广州的清遗民多是以文化活动为

主,通过诗词酬唱来寄托心志。值得注意的是,清遗民多选择租界安身,这与古代遗民选择山林隐

逸有所不同,反应了遗民文化时代性的特征。另外,遗民群体虽有聚居一地的特征,但是清遗民的

个体又往往四处流动。如郑孝胥在1912到1923年隐逸于上海,以“逸民”自居,1924年后到北京出

仕溥仪小朝廷,走上了复辟道路,后又辗转天津、旅顺、长春等地。再如王国维,在辛亥革命后,侨居

日本五年,后于1916年回到上海,1922年初任教于北大,开始在北京生活,并于1923年4月被溥仪

授“南书房行走”一职。清遗民活动区域的变动,与他们参与的政治活动有着密切关联,亦是他们复

杂心态的直接体现。

其二,以“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将清遗民进行分类。这种分类是根据遗民在政治与文化活

动中的不同选择来判断的,我们往往把筹划复辟活动的遗民称为“政治遗民”,把致力于文化活动的

遗民称为“文化遗民”,这种分类研究并不是对遗民作政治与文化割裂的,而是为了细化对清遗民群

体的认知。

对于“政治遗民”,笔者以为还可以再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典型性政治遗民,即政治活动中的主导者。在这一类遗民中又分两种情况。一是政

治舞台上的始终活跃者,诸如溥伟、琦善、徐世昌、张勋、升允、张镇芳、刘廷琛、商衍瀛等人,他们是

民国初年的宗社党复辟与丁巳复辟的策划者与主导者。这些遗民在辛亥革命前后始终活跃在政治

舞台上,是政治舞台上的上层人物,他们参与的活动往往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以及中下层遗民有着很

大的影响,在政治上落败后,大都在租界做“寓公”,生活上衣食无忧。二是政治舞台上的后起之秀,

诸如郑孝胥、罗振玉、金梁、胡嗣瑗等人,他们是甲子复辟与“满洲国”的策划者与主导者。这些遗民

在辛亥革命前,往往仕途多舛,但都有强烈的理想抱负。民国年间,他们在对时局观望后,选择了扶

持溥仪、谋划复辟,他们政治目标的实现与否与个人利益得失密切联系,因而这些遗民内部相互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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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矛盾较多,受世人诟病亦多。

第二类是非典型性政治遗民,即典型性政治遗民的参与者、追随者。诸如陈宝琛、陈曾寿、劳乃

宣、梁鼎芬等人,他们对溥仪忠心,内心渴求恢复大清。但是他们或是年老力衰,或是实力不足,因

而只能寄希望于别人,以保存小朝廷,并且维持皇室优待。这群遗民对清王朝的眷恋大于个人利益

得失,在行动上也不断参与开展复辟活动,与典型性政治遗民联系紧密,但是始终处于政治舞台的

边缘。

“文化遗民”致力于道统的重建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亦可再细分为两类:

一是生活在京津、上海、青岛等大都市的租界文化遗民,诸如恽毓鼎、沈增植、陈夔龙、李瑞清等

人,这些遗民在辛亥革命前多为清廷重臣,辛亥革命后,他们在北京、天津、青岛、上海等地购地置

产、安身立命。由于业缘、趣缘的相似,这一批遗民多聚集起来开展文化活动,联系较为密切。除

此,这一群体以继承道统为己任,力图恢复道统以救世。沈增植等人在上海组织了“孔教会”,以“昌

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6]58,“夫纲常名教,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也。有之则人,无

之则兽;崇之则治,蔑之则乱”[28]48,企图恢复儒家文化。

另一类是地方上的文化遗民,他们大多是地方上的士绅阶层。辛亥革命前,他们或仕途多舛,

或屡试不中,或挂冠归田,政治上对于清廷的依附不深。这个类型的遗民在数量上更不可计算,诸

如杭州地区,“西湖山水甲天下,鼎革之际,胜国遗老隐姓名遁迹湖上者尤多”[29]97,湖南、广州岭南

以及广西地区亦有很多。较为熟知的有山西的刘大鹏、浙江的吴庆坻、湖南的王闿运、王先谦、叶德

辉,广东的汪兆镛、丁仁长等人,他们在地方史志、乡邦文献的修撰与辑录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如吴庆坻修缮《浙江通志》、汪兆镛撰修《番禺县续志》等。

清遗民作为传统士大夫是政治与学术的结合体,在近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下,部分清遗民的

政治遗民特征更突出,部分遗民的文化遗民特征更突出。政治遗民重于政统的恢复,文化遗民重于

道统的恢复。道统是政统的思想来源,因而政治遗民身上必然有着“文化遗民”的情怀。再者,在民

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不同阶段遗民的选择也是不同的,诸如郑孝胥辛亥革命后隐逸于海藏楼做起

了“文化遗民”,而在1924年开始担任废帝溥仪的老师,明目张胆地策划复辟活动转而为“政治遗

民”。

遗民作地域分类,可以看到他们政治文化选择的歧异。“租界遗民”的出现,则反应了遗民的时

代性特征。“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的分类,有助于分析“政统”与“道统”对遗民观念、行为的不同

作用,以及遗民个体思想演化的复杂性。当然,按地域分布特征分类也好,按“政治遗民”和“文化遗

民”分类也好,都不是绝对的,需要研究者辨证地把握、运用,而不能机械、僵化的处理。

三、关于清遗民的评价

数十年来,学界对清遗民群体的评价基本是贬抑的,但前后有所变化。80年代以前,这一群体

多被“污名化”、“妖魔化”。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在批评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意义上的同情与理

解。笔者以为,这方面的理论辨析也是非常重要的,“‘评价’是历史人物‘研究’中一个重要方面的

内容,甚至有时可以是一个归结性的环节”[30]168-169。

80年代之前的研究多对清遗民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他们是“一个以封建礼教相维系的最

顽固、最迂腐的封建‘卫道’集团”,是“封建王朝余孽”,是“一群最反动最腐朽的清朝复辟势力”[5],

被贴上了“落后”、“保守”、“腐朽”、“堕落”等标签。正如有学者在研究罗振玉时所说:“左倾思潮肆

虐,于学术界之主要表现,即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科学态度对待各类人和事。因人废言,以偏

概全……知识分子长期处于被动境地,特别如罗氏这样情况较为复杂之历史人物,其舆论评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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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见”[31]489。

80年代之后,随着学术思想的开放以及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于清遗民的认识也更为全面。在

否定清遗民复辟活动的同时,能给予他们的行为以同情与理解,“复辟的本质在于恢复旧制,是消极

而退守的……复辟派屡遭挫折,未能有成,本不足为奇。不过部分复辟分子虽顽固不灵,但却始终

如一,其心可悲,其情可悯,自不宜过分苛责,以失公道”[6]503。有学者认为:“对于早已作古的遗老

们,后人是不应予以过多诟责;对于我们来说已然有些飘渺的‘昨天’,却正是他们的‘今天’;活生生

的现实是不容抽象的”,“在这样一个新旧嬗替、中西竞胜的近代”,“他们竟没有加以利用,竟那样痴

守地守护着由古老的文化传统筑成的观念屏障,竟那样愚顽地拒绝了从各种文化的交流中汲取人

类智慧的成果,那样痴情地陶醉在‘伯称五洲’的传统文化的优越感中,以此逃避异质文化的刺激。

而时机与可能,就这样被他们像流水一样地忽略了”[9]149-150。

近年来,学界更是将清遗民群体放到整个近代史的背景中来考察,“那些被视为‘负面’而忠诚

清室的遗民,身处转型时代之际,他们看似违背主流价值却又间具理性和感性的政治抉择,亦能帮

助我们检视对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转变的过程”,“有助于重新检视:中国在20世纪时如何从王朝

迈向民族国家的历程”,“让吾人能了解传统思想究竟怎么进行转向———民国在政治制度、组织改造

的同时,也使得思想精神面临何种清理和重塑”[6]332-344。

笔者以为,评价清遗民首先要明确,“清遗民”的存在是民国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近代

社会“变”与“不变”的画卷中“不变”的一幕。鲁迅曾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两种很特别的现

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旧的并不

废去,即是羼杂”[32]301。尽管这种“反复”与“羼杂”对于新社会来说是需要批评与淘汰的,但不能否

定他作为历史发展的真实存在与规律。民国年间“清遗民”群体的出现就是历史发展中“反复”与
“羼杂”的表现。对于这样的“反复”与“羼杂”的现象我们不能以单一的标准去衡量,而是要从不同

的角度、路径入手,以求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首先,树立“阶段论”的评价标准。

文化现象具有时代性的特征,清遗民同样是具有如是特征,因而我们在考察清遗民个案的时候

要针对遗民不同时期的特征做不同的判断。如以郑孝胥为例,徐临江对辛亥革命前的郑孝胥作了

考察,高度评价了郑孝胥为维新活动、预备立宪运动所作的努力[33]。李君对1931年以前的郑孝胥

进行了研究,“在辛亥革命前,他已形成有体系的施政措施、稳定的从政品质,为舆论所关注,已然为

政坛英才”;辛亥以后,“他从未放弃政治理想,始终预事复辟”,这一时期复辟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在1924年进入逊帝小朝廷之前,为第一阶段;1924年2月北上居京至1925年2月赴津前,为第二

阶段;1925年2月赴津后至1931年11月居津期间,为第三阶段”[34],这种划分,让我们看到了郑孝

胥整个政治生涯的“变”与“不变”。再如罗惠缙在对王国维进行考察时认为,王氏在旧王朝里学习

西方新学,是旧时代的“新人”,辛亥革命后,他“敦守君臣纲纪”、“肯定传统文化道德”,成为了新时

代的“遗民”[26]247-256。由“阶段论”看来,清遗民中的大多数人在辛亥革命前都力主新学,希望通过

维新图强,是旧时代的“新人”,而在辛亥后,他们企图通过道统文化来救世,成为新时代的“旧人”。

其次,树立“类型论”的评价标准。

清遗民群体可划分为“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但是,对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的评价是各不

相同的。就政治遗民而言,他们筹划复辟活动是落后、反动的,阻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1932年,

郑孝胥、罗振玉等人联合日本扶持溥仪建立“满洲国”的活动更是将个人的理想抱负建立在对自己

同胞的屠杀与奴役下,沦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罪人。就文化遗民而言,要肯定他们对传统文化学术的

赓续与创新。正如罗惠缙所道:“(文化遗民)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之一翼”,他们并没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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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天下’的背景中失去文化自觉和文化重振的信心,他们冷静地坚守着遗民精神和文化价值,看
护着民族精神家园”[26]内容提要。但是,“文化遗民”对道统与政统思想的维护则难被认可,“尊孔复古”

的思想则是逆时代而为之,最终也为时代所淘汰。

除此之外,由“阶段论”研究可知清遗民在不同时期的行为活动颇有差异,因而不同时期遗民所

归属的类型亦是不同的,诸如傅道彬认为郑孝胥在1912年至1923年隐逸于上海海藏楼,主要进行

诗歌创作,这个阶段归属于“文化遗民”[25]。1924年以后的郑孝胥积极为复辟奔波,属于“政治遗

民”的范畴,对其行为应予以批判与否定。

最后,树立“内外因论”的评价标准。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由内外因综合作用。我们在对清遗民进行分析与评价的时候

要从外部与内部两个角度出发。由外部而言,“作为落后保守象征的遗老圈已经和整个社会潮流格

格不入”,“世俗中所处的实际地位和形象已和前代迥然不同,整个遗老圈也由此处于极其尴尬的境

地”[35]。当时社会舆论报道曰:“武汉起义组织共和,帝制推翻,公举总统,则已非复四千年来私姓

迭主之局面。全国人民嗣后,已脱却私家束缚之范围,将享共和之幸福矣,于此时倡首阳高节、赋茂

陵残衫,不亦愚而无味耶!”[36]但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不是清遗民群体本身,而是“近代中

国各地社会变化速度及思想和心态发展的不同步造成了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

两个‘世界’”,甚至是“多个世界”,从而出现了“近代中国思想时段和社会时段不同步现象”[37]。民

国年间社会思想中守旧气息浓厚,“遗老遗少,无时无之,辛亥革命后,留恋故清者,亦大有人,故民

初之诗,除南社诸子外,鲜不带有遗老气者”[38]145,“徒见现今政治无一不谋复旧,故亦转倡此极端复

旧之说,以投时好”的说法可知,“谋复旧”不单单只是清遗民的做法,其他的政治势力亦是如此[39]。

从外部角度而言,清遗民是民国年间的一种非理性的客观存在,是近代社会思想复杂的一面镜子,

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民国的政治思想文化。

总之,清遗民是前清政治文化舞台上的核心力量。他们绝不是无知莽夫,也不是单纯的保守分

子。面对近代化的变革,遗民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方案:李瑞清的“教育救国”思想,罗振玉的“农
业救国”思想以及郑孝胥的“借债造路”等。但是,他们囿于根深蒂固的道统与政统思想,不能从根

本上由传统的士大夫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清室覆灭以后,“无纲常,无名教,无廉耻”的混乱局

势[40]590,让他们更加坚定了维系传统伦理道德、钟情专制帝制的立场,“举国糜难,我则以清国遗老

以没世矣”[41]1353。除此之外,清遗民以“逃禅”、“留辫”、“变名”、“筑室”等传统行为仪式来表达自己

是“清室完人”,并且在诗歌中寄托自己的忠清之心,“草木有枯荣,臣心终不死”[42]32;精卫口瘏终奋

翼,杜鹃血尽尚哀号”[43]600。在行为活动上,清遗民认为“死所既不可得,留此明夷待访之身,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代开太平,不必在位始有为也”[44]14。尽管清遗民的政治立

场与活动是消极与保守乃至反动的,但是他们意志与品行的执著、坚贞,又是值得同情甚至感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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